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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李天纲教授《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一书中对于民间信

仰的调研出发，深入探究了金泽镇有关神灵的变迁。在资料整理的过程中，笔者

总结了相关民间信仰流变的影响因素，并对民间信仰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做出了一

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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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王庙信仰流变 

据李天纲教授在《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一书中所述，金泽镇的二王庙

由“信徒王金宝（女）于 2003 年私自复建”2。起因是王金宝曾有三年生病，卧

床不起，“二爷”托梦告诉她要建庙，否则疾病还将发作。王金宝因此奉旨行事，

破财建庙，二爷显灵。如此经历的人还不止一个，据书中描述，“和王金宝有相

似经历的人不少，都来求情、护庙、烧香、捐款，他们一大群人一起维持着这座

小庙，自己管理，账目清爽。”3二王庙因此有了香火，得到了信徒们的承认，虽

是私庙，却也有了公庙的功能。 
而在此之前，二王庙几乎销声匿迹了半个世纪。在众多州县的地方志中，由

于二王庙的尺寸过小，属土庙，也几乎未被记载。只有在金泽邻镇西岑的方志中，

记录了岑庄村的一座二爷庙，1958 年拆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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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庙最早祭祀的是四川都江堰的水利家李冰。李冰治水的传说最早记于

《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还，穿二江成都之中……又灌溉三

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也。”而在之后的《风俗通义》

等书中，李冰治水便增加了不少神话的色彩。 
虽然李冰是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但李冰之子李二郎这个身份却于史无征。

据《中国民间诸神》一书，大约在五代，李二郎之神见诸记载，而至唐朝，二郎

神兴于庙祀。5但笔者并未考据到相关文献，反而是在一些北宋及以后的文献中

发现了二郎神祠的记录。如《成都古今集记》中说：“今县西三十三键尾堰索桥

有李冰祠。”《事物纪原》卷七中记：“元丰时，国城之西，民立灌口二郎神祠，

云神永康导江县广济王子。王即秦李冰也。《会要》所谓冰次子郎君神也。”也有

一说，二郎神应为氐族的牧神或猎神，而非李冰之子，其原型是南北朝时氐王杨

盛的第二子杨难当。6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宋代时，二郎神信仰极为流行，

各地多建二郎神庙。据二郎神封号从五代到宋代的变化可以看出，二郎神已由民

间神转化成道教神，级别上升到真君。与此同时，二郎神也出现在杂剧等民间艺

术中。但是，在《元明孤本杂剧》中的二郎神形象同样并非李二郎，而是隋朝除

蛟患的道士赵昱。7 
进入明代，宋朝宦官杨戬也进入了二郎神信仰。至此，“二郎神”所指的对

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而因受《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的影响，二郎

神的形象也由三眼天神变为头戴三山帽，手执三尖刀，身随哮天犬。 
尽管总体上，二郎神的传说始终没有离开擒拿孽龙和斩蛟治水，二郎神的功

能也比较稳定，即全国各地“凡有水灾，必祈祷于二郎神”，而且据说十分灵验。

但是，从这里我们还是能隐约看见民间信仰流变的混乱。在最早的记录中，二郎

并没有作为被祭祀的对象出现，仅仅只有其父李冰被民众祭祀。到了宋代，据考

李冰和其子二郎被封王，关于二王的信仰也流传开来。但是各地的祭祀对象并不

统一，二王庙的主神地位也比较混乱，有拜李冰者，有拜李二郎者，或二者兼拜，

宋明以来，也有奉赵昱为神明，更甚有尊杨戬为二郎神。 
从上二王庙信仰的变迁，我们能看出在不同的时代，不但信众所祭祀的二郎

神有所不同，二郎神本身的形象和出身也是各有千秋。可见民间信仰在千年的发

展中并非呈现单调的统一的形式，而是以多元的复杂的形态，交织着社会文化和

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展。 

二、金泽的诸神信仰 

据《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一书，金泽镇的二王庙在明代就建造了，但

至清代道光年间还不是主要信仰。民国时期，二王庙成为金泽最热的庙宇之一，

后于 1970 年被拆除。金泽镇二王庙的二王形象具体无考，据镇上老人回忆，旧

庙里供奉的还是通佑王、显英王，即李冰、李二郎父子。而二王庙中神明的功能

现也已不得而知，不过显而易见新建的二王庙主体功能已然不再是祈福水灾。庙

主王金宝建庙的依凭，不过是上一辈信徒有关二王庙的记忆。据书上写，王金宝

告诉作者，二王的生日是三月四日（农历二月十二日）。而据作者查证《中国民

间诸神》，转述明代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二郎神生日为六月二十六日。而我于

清代道光年间苏州文士顾禄所著的《清嘉录》上查到的二郎神生日为六月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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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8  
由此也可推测民间信仰是如何在流变过程中发生混乱的。在金泽这样一个神

庙众多的镇上，二王庙信仰作为一个并未受到官方重视的民间信仰，在各种书面

记录上都极少现身，只能通过信徒们一代代口述相传。而到了现代，二王庙已经

消失多年，重新出现也是起因信徒的受梦托付。这种占用公地，树立小神，私自

建庙的做法实际上是违规的，但因信徒与政府的抗衡，以及二王的种种显灵，才

使得这座私庙得以保存，并逐步具有公庙的功能。从中我们也能看出，要对于中

国民间信仰做全面而彻底的研究是何其困难。当信仰随最后几代信徒落寞的时候，

它很可能就绝迹于茫茫的民间了。 
但是金泽镇上的大部分信仰还是被记录在册，并不断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发生

变化，我们大致能从这些信仰的流变中一窥当时的社会，如城隍神信仰。城隍神

最早是吴越地区的地方神，后在宋代广泛传播，成为全国信仰。但是，不同地区

的城隍神都是不同姓名的神祇，有其自己的生前事迹，被不同地方的人祭祀，具

有很强的地方性。 
城隍神的基本功用是祭祀厉鬼。在明清之前，江南的城隍神基本只是作为城

市守护神被民众和官府祭祀，维系着中央信仰和地方信仰的交流。而明清以来，

其神力已经扩展到了经济蓬勃发展的江南乡镇，功能也发生了转变。一方面因为

宋代以来江南人口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结构变迁，江南市镇的经济地位

提升，并开始形成与乡村不同的文化地位。这反映到民间信仰中，就是在市镇中

出现“城隍庙”，在市镇与周围乡村之间形成了“解钱粮”的传统。针对这一现

象，有学者指出：“镇城隍的出现确定市镇作为地区祭祀、信仰中心的位置，相

对于乡村的各种土地庙而言，形成了上位庙的关系。上下位庙的关系实际上是市

镇相对于乡村中心地位的反应。”9进一步，有学者认为，“城隍下乡”隐喻着乡

村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 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1011 
而进入近代，由于上海社会的转型，城隍信仰被市民团体接管。一批大商人

主导了城隍庙的三巡会，控制了整个城隍庙的香火、娱乐和商业。在这样一种转

型中，城隍神信仰体现出其现代性，开始与近代社会一同商业化、娱乐化，并以

更加普遍的方式进入平民百姓的生活。发展至现今，上海的城隍庙已经成为了江

南城隍信仰的总代表，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圈信仰。 
从本质上讲，城隍信仰的下移发端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继而因社会结构

的改变而发生功能性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隍信仰的流变一方面体现出城

市信仰向上层和农村的渗透和官方与民间信仰的沟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市民社

会的发育与民间信徒向宗教公共空间谋取权力的要求。 
所以从上述二王庙信仰和城隍庙信仰的流变，我们能够看出民间信仰变异的

复杂性。再看金泽镇刘猛将的神谱转移，就更加印证了这样的结论。刘王庙最初

是明代的农业蝗神，而在清末转为航运业的水神。其祭祀从民间被打压的淫祀，

转变为被祀典接纳的官方信仰，再转而为在水上漂泊不定的船民和渔民所供奉。

日本学者滨岛敦俊认为，这个转移，可能与江南地区多位刘姓神祇的融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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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李天纲教授在金泽的考证与推测，到了清代嘉庆年间以后，金泽刘猛将

庙已为士大夫控制，变成了镇乡上的儒教信仰。12刘猛将从蝗神向水神的流变可

以解释为丐户的身份认同，但是水神向文神的流变似乎无从考证。很有可能在信

仰传播的过程中，神明的出身和故事发生了变异，进而导致刘王神被不同阶层不

同身份的群众认可接受，形成了新的神谱。而金泽镇的刘王庙信仰也变成了一个

身份融合的复合信仰。 

三、民间信仰流变背后 

从金泽的二王庙信仰、城隍庙信仰和刘王庙信仰的流变中我们能看到民间信

仰流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不仅体现在信奉的神灵形象的多元和复杂，同时也

在祭祀承担的功能和信众群体的身份上有所反映。 
神祇发生迁移的原因多半直接来源于神明故事的变异和融合。我们可以从二

王庙信仰和刘王庙信仰的流变中看到，民间信仰的发展并不是连贯而一致的，而

是处于一个动态的转移和平衡。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神灵因多个同姓的甚至异

姓的神明故事相融合，而分化出多样的形象，拥有了不尽相同的神格。与此同时，

民间艺术也会对民间信仰加以艺术化的处理而将其更广泛的传播，从而重塑民众

对于神仙形象和出身的印象。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和信仰双向交叉地影响着彼此，

造成某种流变上的混乱，使得对于民间信仰起源的研究变得困难而模糊。 
但在变迁过程中，根本上不会改变的是，民间信仰必定起源于信众对于神祇

的认同。笔者认为，民间信仰产生流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身份的信众产生了对

于神祇的信仰。从刘猛将信仰的变化中，我们能看到刘王神的身份从最初的驱蝗

神，转移到为船民所信奉的水神，再发展到被金泽镇上的缙绅阶层接纳祭祀，这

样的变化和神谱转移是值得深思和考究的。李天纲教授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刘

猛将承忠，元代贵族功臣，他的神迹正可以用来加强船民们的身份感，凝聚和强

化族群内部的认同意识”13。这一观点正符合笔者所认为的信众认同。而至于刘

猛将从水神向文神的转变，虽在金泽镇具体已难考，但可以推测在传播的过程中，

刘王庙信仰渗入了与士大夫阶层相关的神话传说，满足了缙绅阶层的某种心理需

要，进而成为文神，为文人儒士所祭祀。 
从结构上来讲，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文化等级结构的改变，会对民间信仰造

成功能性和结构性的改变。城隍信仰的下移就很好地反映了上层与下层信仰的对

话交流和融合转变，同时也体现出不同群体对于信仰的要求和宗教话语空间的索

取。倘若能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视角，对于民间信仰进行再考证和再

探源，必定能获得更深刻而丰富的认识。 
此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金泽所属的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经济文化发

展最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大都市，非但没有因为现代化而信仰绝迹，反而

仍保留着一系列宗教信仰与相关的仪式，甚至长三角洲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形

成了以最发达的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圈信仰。一般意义上，我们会认为宗教信仰

和现代性是不相兼容、此消彼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会促进人类社会现代化，同

时也使得人更加趋于理性化，这样的过程会对传统的宗教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

但我们发现其实在现代城市人心中信仰依旧存在，可能转换了形式，但绝对没有

消减。 
因此，对于民间信仰，我们应该采取审慎研究的态度，考察它在中国文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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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中的流变，以及它与现当代社会的对话，而非一味地将其贬斥为“愚昧落后”。

我们已经能看到民间信仰在中国乡镇生活中的重要性，倘若研究者能把握住民间

信仰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那么中国千年的民间社会

生活必然能够被更有效地打开和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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